新南社与新文化的分化
王学钧
新南社从1923年5月发起，到1924年10月10日——双十节举行第三次雅集后而告停顿，只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它的寿命短促，却是个复杂的政治文化事件，内涵着中国近代新文化复杂的分化过程。中国共产党和从同盟会发展而来的中国国民党都属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政治产物，其分化的主体则是近代知识分子基于政治导向的不同选择。
一、“旧南社”与“新南社”
“新南社”的成立，实质上宣告了从1909年成立以来的“南社”为“旧南社”。犹如柳亚子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所说：“新南社的成立，是旧南社中的一部分旧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的新朋友，联合起来，共同组织的。”这是由于进入民国以后，“旧南社”日益堕落，成员太多，鱼龙混杂，内讧蜂起，已于1917年“停顿”，事实上已经“失败”。同时，柳亚子又说：
我觉得文言文发表新思想，很感困难，恍然于新工具的必要，我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了。但旧南社的旧朋友，除了少数先我觉悟的外，其余抱着十八世纪遗老式的头脑，反对新文化的，竟居大多数。那末，我们就不能不和他们分家，另行组织，和一般新朋友携手合作起来，这新南社便应运而生，呱呱坠地了。
这意味着，“新南社”并非“旧南社”的更新，而是“旧南社”的分化，是“旧南社”中已经“觉悟”的成员转向“新文化运动”的结果。质言之，“新南社”属于“新文化”，那么，“旧南社”当然属于“旧文化”了。
可是，我们知道，所谓“旧南社”，历史上本无其名，而只有“南社”。“旧南社”之名只是柳亚子为了显示“新南社”属于“新文化”而给1909年成立以来的“南社”所取的名称，以表示它曾经存在，但已经属于过去的陈迹。因而，以后无论何人试图恢复“南社”的活动，柳亚子总是以“南社”已是“历史”的陈迹为由加以拒绝。
但柳亚子果然认为“文言文”能概括“旧文化”，——包括“十八世纪遗老式的头脑”吗？在《新南社始末》中这样陈述：
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南社因内讧而停顿以后，接着，便是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掀天揭地的时代了。对于这一个运动，我原是同情的。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权，以至打倒孔家老店，在我都是很早的主张。欢迎德先生（民主）和赛姑娘（科学）来主持中国，我当然也举双手赞成，剩下来的，只有打倒旧文学一点，因为习惯的关系，最初觉得不能接受。到后来，也就涣然冰解了。不过，我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才可以参加这一个运动呢？于是就有改组南社为新南社的计划出来。楚伧对于这计划，是曾给我以很诚挚的鼓励和很热烈的推进过。他以为南社的基础可以利用，丢掉未免可惜。他又主张由我出来主持这新南社，最为适宜。这样，我又不免复为冯妇了。
可见，在柳亚子的观念中，“文言文”只标志“旧文学”，而不概括“旧文化”。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的主题，大多是柳亚子早已认同的观念。科学与民主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提出的新观念，而是晚清开始的近代新文化的基本主题。南社从1909年成立伊始，就是个革命文学团体，虽然它偏重于民族主义和反清革命，但同时也反对专制主义而旨在建立民国，这本身就是对民主的追求。当然，柳亚子的陈述潜含着未经明言的旨趣，例如对胡适的回应，因为胡适一直将南社作为新文学的对立物加以批判。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只是由此表明，在柳亚子的陈述中潜含的东西比已明言的东西也许复杂得多。
二、陈独秀与孙中山的思想变化
1923年5月，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余十眉、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徵等八人发起成立新南社。到9月10日《广州民国日报》在《文艺特刊》发表叶楚伧所撰《新南社发起宣言》时，发起人除前述8人外，又增加了姚石子、朱枕薪、陈巢南、徐忏蕙、陈越流、胡伟宜、冯壮公、郑佩平8人。
这里的人员组成除了“旧南社”成员与“新文化运动”成员之间的组合，还内涵着“国共合作”的格局。
邵力子、陈望道是共产党员。叶楚伧是1916年创办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上海《民国日报》自然成了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叶楚伧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他是国民党“党义”宣传的主角之一。邵力子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而《觉悟》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本来，同盟会就是近代新文化的政治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原是辛亥革命志士。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华革命党的旨趣并无矛盾，而是相辅相成。陈德徵这时是新文学社团弥洒社的成员和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相继出任《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兼宣传部长。陈巢南（去病）、高旭和柳亚子是1909年创立南社时的发起人，也都是同盟会员。新南社发起后，既有共产党员相继加入，如沈玄庐；更多的是“旧南社”的成员如汪精卫、张继、于右任、马君武、陈布雷、邵元冲等等相继加入，这些人又都是国民党的高层干部。
但柳亚子没有明说，——也许他并不关注这个问题，这时五四新文化已经分化。陈独秀在1920年后通过他心目中的俄国“十月革命”，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否定了他曾经提倡的“德先生”——民主。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转而提倡阶级斗争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并在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的指导下，于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属于共产国际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实质上是苏联共产党主持。1923年，陈独秀正在按共产国际的指令，将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正处于改组之中的中国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是国民党改组过程的完成。
柳亚子也没有明说——但这一点他应当很清楚，这时孙中山的思想和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吸取失败的教训，于1914年重组中华革命党，自任总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原则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这曾引起了包括黄兴在内的许多老同盟会员的不满。原因很简单，早已怀有民主观念的革命者不能忍受独裁。但孙中山意志坚定，我行我素，继续发展。1919年，他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旨在将作为秘密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转换为公开的政党。
俄国“十月革命”不但给陈独秀送来了列宁主义，也给孙中山送来了列宁主义。从此中国近代新文化开始分化、产生一种新倾向，那就是以苏俄为模范，学习苏俄，接受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苏联顾问在指导陈独秀的同时，也在指导孙中山，而且给孙中山带来了他渴望的金卢布和武器。结果之一，孙中山自己说得最清楚：“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因而，孙中山效法列宁和苏共，要将国民党改组为“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的政党。这样的政党，有个重要特点，孙中山说：
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以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当俄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最危险时期，为十八面受敌，各国均派兵到俄国，其国内之反革命派亦深受各国援助。故俄国六年前之奋斗，均为民族主义的奋斗。当时我们尚不知其为民族主义奋斗，今回顾起来，的确如此。故现在俄国对于赞成民族主义诸国，皆引为同调。……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只是三民主义。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03页）
要实现“以党建国”从而实现“以党治国”的目标，孙中山从1922年着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制定了“党员战胜和党员奋斗”的原则，也就是不再像过去一样依靠军阀，而是依靠组织严密的党员奋斗来实现党的目标，因而特别注重“党义”的宣传。他号召党员，用“党义”来“感化”全国民众，使之“心悦诚服”。他甚至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国家有了新基础，那么好象做新屋一样，只要屋基筑成，以后做墙上梁，还有什么大困难呢！本党的三民主义，便是无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72页）
这就是要用他的“党义”来“改造人心”，唤起民众，既为“以党建国”服务，也构成将来“以党治国”的思想基础。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便通过国共合作在广州组织了“国民党政府”。
三、新南社的宗旨与停顿
 柳亚子很崇拜孙中山。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他在家乡黎里组织了追悼会，并撰写了一付挽联：“薄华盛顿而不为，何况明祖。于马克思为后进，庶几列宁。”而“自谓道着痒处”，自以为很了解孙中山。（《柳亚子先生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22页）
这其实也是“新南社”国共合作格局的思想基础——列宁主义化的三民主义。这既是因为孙中山在事实上效法列宁的“革命党”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并将他的民生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也是因为他特别注重“党义”宣传以“改造人心”。虽然孙中山事实上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而独推崇列宁，但柳亚子已很清楚，孙中山已在思想上舍弃了他以前推崇和效法的“华盛顿”——美国式的民主和联邦制，转而效法列宁的“以党治国”原则。所以，柳亚子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说：
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
他又说：
在历史的时间上，这时候已是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一月，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前夜了。南社的成立，是以中国同盟会为依归的；新南社的成立，则是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在契机上可说是很巧妙的了。
对柳亚子而言，这是很自然的，他是国民党员，是孙中山的崇拜者，响应孙中山“党员战胜和党员奋斗”的号召，成立“新南社”以“鼓吹三民主义”，以唤起民众，原属“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的一种“奋斗”。
南社本来就是个革命文学团体，以政治为主导和指归，文学只是政治理想和激情的表达方式。“新南社”转为“新文化”团体，实质是以“鼓吹三民主义”为主的政治文化团体，同样以政治为主导和指归，但其稿源大不同于“旧南社”，而注定困难。在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上海《民国日报》是它的主要媒体之一，诸如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这一类重要文件，都要经由叶楚伧编辑发表、解说、宣传。邵力子自然也非常忙碌。由他担任《新南社社刊》的编辑，自然忙不过来，结果延期出版，虽然全是用白话文，却是个大杂烩。事有凑巧。这期间，江苏、浙江军阀卢永祥、齐燮元之间又发生“齐卢战争”。按柳亚子的心愿，希望卢永祥胜，他还通过社友在其间“运动军阀”，结果大失所望。结果犹如他所说：
经此一番刺激，我们知道运动军阀和掉书袋都没有用处，要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于是毅然替方新的中国国民党努力，连新南社也丢在九霄云外了。这便是新南社停顿的真原因。
而所谓“替方新的中国国民党努力”，便是国民党改组的建党工作，诸如建立国民党的地方党部之类。从此，晚清以来产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开始进入了“党化”时代。
作者简介：王学均，1950年生，江苏南京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